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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竞争： 重大突发事件
如何触发政策变迁的文献述评

刘一弘　 钟开斌

【摘要】如何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习，是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共同关注的问
题，也是国内外应急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重大突
发事件中学习，在本质上可以界定为“外部冲击是否和如何触发政策变迁”这
一基本科学问题，即在重大突发事件后能否“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补
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推动政策变迁和政策优化。论文基于政策过程理论和
危机政治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在总结重大突发事件后政策变迁是否发生的基
础上，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关系中的三个具体核心问题———“原因为
何”“过程怎样”和“结果如何”进行文献述评，提炼出学习和竞争两种不同
路径，以及注意力、理念、叙事、动员四种不同机制，系统总结现有文献关于
利用重大突发事件，成功开启政策变迁和政策优化的“机会之窗”的基本观点。
其中，基于知识和信息的学习路径遵循政策过程理论的基本原则，具有决策能
力和推动政策变迁能力的主体在持续注意力关注和政策理念调整的机制下完成
学习。同时，危机的政治属性为竞争提供了空间。参与主体利用对危机的认知
分歧，通过叙事机制和动员机制改变政策制定的结构和资源。深入开展这一研
究主题有利于帮助应急管理研究跳出管理“意外”和技术管理的理论窠臼，借
助政策理论思考如何与常态治理系统相对接，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协同性
制度。

【关键词】危机政治　 危机学习　 危机叙事　 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１）０６ － ００２４ － ２０

４２

◆专栏：理解中国场景的应急管理政策与实践

 刘一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钟开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教研部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感谢匿名评审人和编辑部的
意见。

基金项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２０２１年度科研项目（２０２１ＺＸＷＺ００７），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２１ＡＺＤ０４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２１７４２０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一、引言

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习，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环节。这种学习的内容非常丰
富，它既可以是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对方案进行临时调整、及时纠偏，也可以
是在事后，通过科学系统的调查进行系统性地反思和改进；它既可以发生在个
体层面，也可以发生在组织层面，还可以扩散到社会层面。总之，作为衔接应
急治理和常态治理的关键环节，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习有利于“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一方面，它可以提高组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增强组织面对外部环境的调适能力，提高组织的韧性。

在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实践中，调查评估和学习改进也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高适应性被认为是中国体制的重要特点，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能够
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并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
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王绍光，２００８）。“问题就是时代的
口号”（习近平，２０１６：２０），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特点之一，就是“改革是由
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习近平，２０１４：７４）。只有
当政策缺陷和问题发展到危机的时候，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
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刘鹤，２０１３）。重大突发事件是问题的集中体
现，在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破坏作用的同时，也为组织、制度和政策变革创造了
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又一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在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在考验党和政府学习改进和政策调适的能力。通过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党和政府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实践转化为科学的制度和政
策安排，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对复杂多变环境的调适能力和重大突
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后出台抗震和建筑
标准政策，１９８８年上海甲肝事件后优化传染病防治政策，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后出
台林业生态政策，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后全面推进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
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暴露出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存在短板和不足。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０ａ：２７）
强调：“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要加快补
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习
近平，２０２０ｂ：２４）他特别强调：“通过这次防疫，我们也要举一反三。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不断地吸取教训，改正自己，完善自己。” （习近平，
２０２０ｃ）与之相应，当下中国应急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都必须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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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实践和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张海波，２０１７）。
国内现有的关于危机学习的理论研究和文献述评更多地从应急管理的功能

性视角展开，探讨危机学习的技术性问题（马奔、程海漫，２０１７；张美莲，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也有部分学者探讨了本土文化因素对危机学习的影响（钟开斌，
２０１３）。实际上，危机学习不单是一个微观层面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中观层面
的政策问题和宏观层面的政治问题。深入探讨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习这一具有
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需要超越现有的应急管理的研究范畴。研究
成果既要着力解决应急管理系统内部危机学习环节缺失、学习主体单一、学习
内容简单等微观层面的技术问题，也要从宏观层面弥补应急管理体系与常态治
理体系脱节的局限，通过危机学习推动政策优化甚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究其原因，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终要落实到
组织、制度和政策层面，才能达到标本兼治、“在历史的灾难中实现历史的进
步”的目的。针对“发展变迁”现象，目前的组织理论、制度理论和政策理论
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本文选择从政策视角出发，来探讨
重大突发事件学习这个主题。

结合中国情境，从政策过程切入探讨重大突发事件的学习，至少有以下优
势：第一，在实践中，政策变迁是总结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的集中具体体
现之一，其发生频度较高且内容较为丰富。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发展过程中，很多制度创新起初都是以政策形式“探路”，最终演化为正式制度
形态的。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经验教训同样可以及时地以政策变迁的形
式呈现，为下一步制度创新提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第三，政策更为灵活
并普遍存在。政策变迁的证据在实践中更容易收集和测量，帮助研究者准确抓
住现实问题，厘清从重大突发事件到政策变迁的机理和过程。目前，围绕政策
变迁的渐进式和间断式研究，政策过程理论学者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重大突
发事件可以看作是对组织的一种不确定性冲击。基于此，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
习在本质上可以被界定为“重大突发事件作为外部冲击，是否和如何触发政策
变迁”这一基本科学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关系
中，“原因为何”“过程怎样”和“结果如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评
述，提炼出不同维度的过程机制，来探讨经历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严重冲击和
短暂失范后，政策可能会借此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而减轻系统面临的风险，
并改善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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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和理论研究的一致性，本文依据不同语境的习惯用法，交
替运用“危机”与“重大突发事件”两个概念进行表述，这两个概念在文中的内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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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突发事件后政策变迁是否发生

危机通常被理解为“对组织或社会的目标和规范，构成直接威胁或认知威
胁以及不确定性的意外事件”（Ｃｏｙｎｅ，２０１１）。在危机情境下，政府既处于“需
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困境”（Ｂｏｉｎ ＆ ｔ Ｈａｒｔ，２００３），也处于“系统运行过程中短暂
失范的过渡阶段”（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０）。可以看出，危机的发生是一个问题
潜伏和长期累积的渐进过程，是旧秩序断裂与新秩序形成的衔接过程，要求决
策者快速做出判断，尽快完成过程转换。危机在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破坏的同时，
也为组织、制度和政策变革创造了机会（刘一弘，２０１７），因此有时被看作是
“改革的触发器、变革的推动者或学习的机会”（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６；Ｋｅｅｌｅｒ，１９９３；
Ｋｉｎｇｄｏｎ，１９８４；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Ｊｅｎｋｉｎｓ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３）。尽管如此，目前学术界对于危
机是触发、阻止还是有条件地改变政策过程，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由此形成了重大突发事件推动政策变迁、重大突发事件限
制政策变迁、政策变迁是历次危机累积的结果三种不同观点。

（一）重大突发事件推动政策变迁
政治科学家很早就提出，危机是推动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Ａｌｍｏｎｄ，

１９７３）。很多政策学者也认为，政策变迁是危机或者对其强烈预期的结果（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ｅｒ，１９９５）。在常态行政中，政策能力的缺陷通常能够被理解甚至接受
（如社会治安政策不能杜绝犯罪行为）。不过，在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作为公
众最为依赖的“兜底”措施，任何政策缺陷都很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或来源，
甚至扩大为政策冲突和政治争议。研究发现，危机的发生往往提供了现行政策
失败的证据（Ｍａｙ，１９９２），公共的质疑和批评会降低政策及其组织的公信力和
支持度（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０），传递“既有方式方法不再可行”的信息，
成为推进组织变革和创新的动力。为改善政策能力、化解政治不确定因素、回
应公众的高度关切，政府领导需要通过采取象征性的权宜之计或实质性的改进
措施，对现行政策安排进行调整。

西方政策理论认为，危机的发生打破了惯性思维，打破了政策系统中的惯
例。危机发生后，例行性的政策流程和官僚政治所形成的制度约束会有所松动，
这为后续可能发生的政策变迁创造了结构空间（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政策变迁
既来自于对既有政策的否定，也需要可资利用的新政策、新理念和新方案的出
现，从而实现政治权力和政策资源的再平衡。新政策、新理念和新方案的包容
性越强，出现结构性政策变迁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危机发生期间，政府的责任感被高度强化，公众对政府的期待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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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变革决心和先发制人，往往成为危机发生后决策者的重要策略（Ｂｒｎｄｓｔｒｍ
＆ Ｋｕｉｐｅｒｓ，２００３）。危机的紧急性和危害性意味着决策者必须“快刀斩乱麻”，
在众多目标中快速进行权衡取舍，果断做出关键决策。通过采取这种行动，决
策者不仅能转移外界对事件问责的注意力，还可以通过新的政策承诺获得政治
资源和政策资源。决策者甚至只要展示出积极姿态，投入到危机应对或问题解
决的工作中，就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 Ｋｏｕｚｍｉｎ，１９９７）。与在常态
下的政策决策，需要考虑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相比，决策者在危机情境下，
更专注于现实面临的紧迫难题以及解决这些难题的可能的方案（Ａｈｒａｒｉ，１９８７）。
总之，在危机情境下，任何一项新的政策主张都有可能比在常态时期获得更多
支持并更容易获得成功。

（二）重大突发事件限制政策变迁
与重大突发事件推动政策变迁的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危机的政治特质

会限制决策者推动政策变迁（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７）。当危机出现时，
决策者的自然反应是控制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想着改变，更谈不上主动进
行改革。面对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决策者通常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拒绝，下意
识地使不确定状态恢复到危机前的常态。如果危机的发生是迅速而短暂的，决
策者会保持克制，以避免鲁莽的政策行动产生消极的政治影响（Ｗｅａｖｅｒ，
１９８６）。同时，政策变迁并不意味着政策优化；相比于常态下的政策制定，危机
引发的政策变迁具有紧急性、短期性和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其后果也更难于预
料。政策过程理论甚至认为，任何个体事件都不能单独解释政策变迁，危机不
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原因（Ｈｏｇａｎ ＆ Ｆｅｅｎｅｙ，２０１２），危机本身不足以推动政策变
迁（Ｈａｎｓéｎ，２００７），危机导致的政策变迁是十分偶然的（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２００７：
３１０）。

首先，如前所述，政策变迁可能是危机后“必须有所行动”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巨大政治压力的产物。紧急性和公共情绪会导致政策冒进，
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决策让位于紧急决策（Ｃｏｎｇｌｅｔｏｎ，２００５），因此未经
科学评估的政策更容易被采纳。随着对特定政策议题的关注不断加强，政策变
迁的政治性因素会增强，而技术性因素会减弱。即使决策者意识到政策方案不
合理，也会抱着“先度过眼前困难再做商议”的心态采取政策行动。例如，在
早期渐进变迁理论中，Ａｈｒａｒｉ （１９８７）提出了“模棱两可的大多数”（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原则：危机发生后，决策者即使对于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
合理性不甚了解，仍然会支持政策及时出台以暂时性地应对危机。因此，决策
者在危机发生后的最初政策反应通常是象征性的和试探性的。

决策者在危机发生后的短时间内给出的承诺比较多，但实现这些承诺的成
本比较高，随着紧急状态的消退，此前给出的这些承诺会无疾而终，由此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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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性政策”变迁的假象。Ｃａｓｈｏｒｅ和Ｈｏｗｌｅｔｔ （２００８）提出的在西方政治生活
中较为常见的“伪范式”（ｆａｕｘ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概念，对此种现象有较为深入的分
析。例如，政策变迁强调方向性，要达成新的均衡状态，但有些政策变迁只是
象征性地沿着已有的方向发展，并未形成新的均衡状态。与“经典范式”转换
相区别，方向性变迁认为，改革的艰难性意味着即使政策改革迈出了一小步，
但与之前的政策导向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也被视为结构性变迁。

其次，针对危机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短时间容易发生的政策变迁较多
停留在局部调整的范围内。在危机期间，局部调整既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也
能够缓解外部要求改革的持续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决策者以改革者的
姿态赢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尽管如此，这些以局部调整为特征的政策变迁，主
要集中在工具或执行层面，缺乏整体思路、统筹协调和系统优化，往往难以解
决体制机制等根本性、系统性的问题。局部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学习改进、
标本兼治的目的，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会为下一次
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例如，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充分利用“机会
之窗”，大刀阔斧地重组国土安全部门，不惜抑制自然灾害管理部门，把以反恐
为中心的国家安全作为优先议程。而２００５年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让改革
遗留的政策问题暴露无遗。

再次，非常态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往往较为匆忙，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会
存在诸多不足，出现“政策空转”的变迁假象。决策者和参与者认为，危机撬
动的“机会之窗”具有偶然性，时间短暂，因此他们通常会采取具有短期效应
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行为（Ｈｉｇｇｓ，１９９７）。在此过程中，建立新机构、颁布新政策
等危机学习举措，通常以特事特办的形式开展，不需要按照常态行政的正式程
序即可实施。即便在危机结束后采取更为持久、更加权威的立法形式，但此时
公众对立法的兴趣远低于对政策的即时关注（Ｈｉｇｇｓ，２００９：９）。随着应急状态
和直接威胁的消逝，在此前短时间内达成的政策共识开始消解，政策执行所需
的资源无法得到及时配置，致使在执行中出现停滞。

最后，危机暴露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难解决，打破长期路径依赖的桎梏
困难重重。危机的发生，通常是各种棘手问题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这类棘手
问题通常是多维的、边界模糊的、演化路径模糊的，不同的问题之间或同一个
问题内部之间相互关联，处理和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大多数复杂问题
的边界并不只涉及政府一方，而是涉及各个方面，由此增加了政府解决问题、
推进政策变迁的难度。

（三）政策变迁是历次危机累积的结果
与认为危机推动或限制政策变迁的前两种观点不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危机

可能触发政策变迁，但并不是政策变迁发生的必要条件（Ｒｅｓｏｄｉｈａｒｄｊｏ，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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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ｔ ＆ Ｔｉ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９）。应对危机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是否能转化为
政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在处理危机时所采取的管理战略（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总体上，只有当组织采取的改革战略与未来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理念
相吻合时，才有可能触发政策变迁。

就主体而言，危机对组织的推动作用程度取决于组织的制度韧性能力：面对
危机造成的威胁，高制度化的组织会做出积极反应，通过制度合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等方式调整、重组现行的结构要素，从而有效管控危机（Ａｎ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１）。同时，由于政策变迁成本过高，制度化程度高的组织也会对外
部环境变化显示出一定的惰性。认知会塑造行为，进而固化成为制度；同样，
成熟的制度反过来也会影响认知，进而塑造认知的“恰当性逻辑”（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使组织容易忽略外部的异质性信息。

在决策者个人素质中，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面
对要求进行改革的压力，决策者通常会努力保留现行制度的内核，通过渐进式
调整，来达到缩小绩效差距、恢复政策合法性的目标。其中，决策者是否具有
改革导向，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关于政策变迁必要性的认知程度、关于既有
政策的先前认知程度、决策者自己处于政治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以及改革的结
构性机会的多寡（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因此，有学者认为，危机推动政策变迁是历次危机累积的结果，而不是某
次特定的危机引致的一次性过程。制度具有惯性，一旦一项政策完成了制度嵌
入，决策者和参与者围绕该项政策及其所依据的政策理念的共识水平就越高，
政策变迁遇到的阻力就越大（Ｂｌｙｔｈ，２００１）。在此过程中，新政策方案的产生与
既有的政策理念之间会反复交织（Ｍｉｎｔｒｏｍ，２０００），新理念想要削弱并取代既有
的政策理念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一次危机后，决策者的政策认知和政策
行为并未随着公众对政策议题关注的减弱而消逝，通过危机后政策系统内部的
持续反复行为，最终渐进政策变迁得以发生。在此过程中，政策和政治企业家
的角色至关重要（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 Ｈｏｇａｎ，２０１２）。因此，危机不是现行理念和政策受
到质疑的唯一时期，而是一个各种矛盾和问题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累积过程。

三、重大突发事件后政策变迁如何发生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政策过程的主导理论是由Ｌｉｎｄｂｌｏｍ开启
的渐进主义（Ｌｉｎｄｂｌｏｍ，１９５９）。持渐进理论的学者将危机触发政策变迁视为一
种很难理解和分析的意外现象，所以他们更专注于规范的渐进式政策变迁现象。
既有的研究将政策渐进演变解释为惰性制度环境和政策均衡状态共同作用的结
果，“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政策继承”（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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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政策惯性”（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ｅｒｔｉａ）和“政策铁三角”
（ｉｒｏ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等概念，很好地阐释了为什么政策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

在传统渐进主义视角下，政策研究常用“领导”和“危机”两个因素来解
释政策变迁（Ｂｕｒｎｈａｍ，１９７０；Ｓｃｈａｔ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６０）。在“领导”因素方面，
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变化能引发政策变迁，选举中的领导变动会导致决策者的偏
好发生变化。在“危机”因素方面，Ｊｏｎｅｓ和Ｄｏｗｎｓ分别提出了“公众满意—推
测性扩展”（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模型和“议题—注意力周
期”（ｉｓｓｕ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模型，用于解释危机与结构性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７４）认为，危机期间事态的紧急性、复杂性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
使得政策方案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更高的关注度，并更容易被决策者所接受。
Ｄｏｗｎｓ （１９７２）提出了以注意力为基础，包括前问题、发现问题、取得重大进
展、注意力消退和后议题的危机的五阶段周期模型。总的来说，Ｄｏｗｎｓ和Ｊｏｎｅｓ
构建了在渐进主义视角下，危机如何引致政策变迁的具体解释模型。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政策学者将危机视为采取政策变迁行动的一种呼
吁，能够在短时间内构成引发政策变迁的动力。在政策过程理论中，危机被概
念化为外部事件，成为结构性偏离政策现状的先决条件。学者们使用“政策窗
口”（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ｎｄｏｗ）、“外部间断”（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外部扰动”（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以及“与事件有关的学习”（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概念，来解释政策变迁的
原因和过程。有别于基于权力和利益的传统解释视角，政策过程理论强调理念
和信息在个体行为动机和集体行动假设中的作用。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政策过程
理论即倡议联盟框架、多源流框架以及间断均衡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过程。
尽管如此，三个理论在个体有限理性和集体行为动机方面的假设存在差异。本
文基于政策过程理论和危机政治理论的研究，打破了既有研究框架，梳理出由
危机引发的政策变迁的过程机制。

（一）学习路径：注意力机制和理念机制
学习是一种“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积极调整政策目标并采取

新的技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最终目标的过程”（Ｈａｌｌ，１９９３）。在有限理性的
假设下，政策议题并行分布于政策子系统，按部就班地运行；一旦危机发生，
由危机引发关注的政策议题就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决策者的优先议题。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焦点事件的危机会触发学习和政策变迁。一方面，作
为外部动力，危机会对政策系统产生影响，暴露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决策
者在此阶段能意识到此前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长期的绩效赤字
最终显化成能被决策者观察到的问题，从而形成系统学习和改革的动力。另一
方面，在由危机引发关注的政策议题得到全社会高强度、持续性关注的情况下，
政策子系统的主导联盟会主动调整现行政策，回应外部变化，以保持现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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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无论是政策问题被注意到，还是政策理念被调整，这一过程都是学习
的过程———危机的发生为学习提供了信息。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将危机后的学
习路径总结为注意力机制和理念机制两种类型。在这里，政策问题的显著性与
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共同构成了学习的必要条件。
１ ． 注意力机制
危机产生高关注度，这可以吸引更多的外部行动者（特别是宏观层面的决

策者）进入较为稳定的政策子系统，改变常态下政策制定的结构。Ｋｉｎｇｄｏｎ
（１９８４）的多源流框架解释了短暂的“机会之窗”如何构成议程设置的关键时
刻。只有问题得到关注，解决方案才有可能被有针对性地提出，而且支持变革
的政治氛围必须占据上风，政策变迁的机会窗口才会被打开。在多源流框架中，
“焦点事件”（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的内涵接近于“危机”的定义，都试图捕捉外部
刺激和社会反应对一个系统的核心价值构成的威胁，强调突然性、不确定性和
重大决策的紧迫性（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０）。焦点事件是高度可见、生动具
体的，有利于引起人们对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情感共振（Ｃａｉｒｎｅｙ ＆ Ｚａｈａｒｉａｄｉｓ，
２０１６：９８）。焦点事件也可能通过突出问题充当早期预警，并通过影响问题界定
（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６）来触发问题、方案与政治之间的耦合。也可以说，焦点事件
在这一因果关系中扮演着政治上的象征性角色（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７）。在机会消逝之前
打开政策窗口，政策倡导者需要将问题认知和政策方案联系起来，塑造有利于
变革的政治条件（Ｚａｈａｒｉａｄｉｓ ＆ Ｅｘａｄａｋｔｙｌｏｓ，２０１６）。

尽管如此，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８４）认为，单个焦点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将这些因素
有机地融合起来。Ｓａｕｒｕｇｇｅｒ和Ｔｅｒｐａｎ （２０１６）发现，“机会之窗”越大，政策
倡导者联盟越一致，参与者推动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大。Ｂｉｒｋ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提出，
重大灾难发生后的政策导向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政策学习和政策改
变的努力可能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加速，高度关注会引发关于政策议题的讨论和
学习。如果现行政策被更广泛地认为是失败的，新政策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剧增。

间断均衡理论同时解释了政策稳定和政策变迁的基本动力，受制于制度摩
擦和决策者对于政策议题的有限决策能力。与多源流框架的观点一致，间断均
衡理论认为焦点事件可能引发对政策问题的高度关注（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０）。一方面，焦点事件发生后，高于政策子系统的政治系统会关注政策议
题，识别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必要的政策行动；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
媒体会增加关于政策议题的信息生产并突出问题，媒体频繁地传递出“目前的
政策出现问题”的信息，使决策者和公众同时产生现行政策可能失败的判断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其中，注意力升级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管辖转移”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ｅｎｕｅ）（议题的职能管辖“升级”）或破坏已有的政策图景（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ａｇｅ）
（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６），使得现行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从而推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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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超越行政官僚和专家主导的政策垄断，进入到宏观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决策
者的视野（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进而打破既有的政策均衡。其结果是，
政治决策者接受新政策图景，将政策议题分配到支持新政策图景的政策管辖职
能，进而发生结构性政策变迁。同时，危机发生后，政策议题会在受到宏观决
策者短暂的串行处理之后，回到政策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会采取象
征性措施，通过权宜之计，使政策保持稳定。

多源流框架和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危机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政策环境为
政策变迁提供了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则取决于政策倡导
者的角色。政策倡导者能否取得成功，又取决于他们拥有的资源、接触关键决
策者的途径以及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开展政策聚焦、政策谈判、政策制定的策略
（Ｍｉｎｔｒｏｍ ＆ Ｎｏｒｍａｎ，２００９；Ｚａｈａｒｉａｄｉｓ ＆ Ｅｘａｄａｋｔｙｌｏｓ，２０１６）。有经验的政策倡导
者会基于危机发生后的模糊信息和复杂性问题，将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方案
偏好有效结合，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２ ． 理念机制
政策是决策者理念的体现，本质上是理念的工具化表现形式。政策结构性

变迁或范式性变迁首先是决策者的理念发生变化的结果。危机发生后，在短时
间内，政策决策者会快速吸收外部的新知识，形成新的政策认知，从而降低对
现行政策理念的支持。伴随着对现行政策理念的支持度的降低，决策者会积极
寻求与其新政策理念偏好相匹配的“恰当”方案。政策理念是倡议联盟框架的
基石，是政策稳定和变迁的基本动力。因此，政策变迁只发生在政策主导的联
盟政策理念变化的前提下，并且变迁的程度取决于理念改变的层次。

常态学习以渐进式自我强化和“负反馈”的方式（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Ｊｅｎｋｉｎｓ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３；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为主，政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学习
的结果主要体现在政策目标、政策纲领和政策工具等不同层次的变化上，最终
是决策者的政策理念持续发生变化，这一学习过程通常是长期而缓慢的（Ｈａｌｌ，
１９９３）。危机引发的学习范围是极具张力的：危机发生后，决策者对于事发的原
因、造成的结果和后续政策改进方案等基本面都会有新的理解。“外部扰动”会
推动联盟成员细化其内部信仰体系，从而调整联盟成员的政策理念，导致联盟
成员所支持的政策稳定发生中断（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在倡议联盟框架
中，政策变迁的基本机制之一是政策导向性学习。危机暴露了政策缺陷，降低
了政策及其系统的技术合理性，从而逐步瓦解政策决策者所偏好的政策理念。
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会研究危机发生发展的过程，找出导致危机发生的原
因，提出政策修正方案（Ｄｅｖｅｒｅｌｌ，２００９）。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信息和外部冲
击被确定为联盟内部和跨联盟学习的主要驱动因素，即决策者能够从政策失败
中获取信息、吸取教训、改变认知、调整政策理念，进而采取行动。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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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主要是利用证据和信息，来界定政治利益和细化战略方向的变化。在此
过程中，那些在危机发生前更具技术争议的政策议题，其政策理念更容易发生
变化。

虽然倡议联盟框架没有强调危机对政策的影响，但它从理念维度提供了一
个关于危机和政策变迁关系的有效解释框架。危机被归入广义上的“外部扰动”
的范畴，被看作是政策子系统发生重大政策变迁的路径之一。原则上，主导联
盟会根据信息的吸收、理解以及与其他联盟的互动情况，认识到需要进行政策
变革的必要性。不过，政策理念对变化有着很强的抵抗力：只有在社会经济条
件变化、执政轮换、危机和严重灾害等重大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以理念为基础
的结构性政策变迁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总的来
看，倡议联盟框架以理念为基础，厘清了从重大突发事件到主要政策变迁的三
种路径（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

首先，少数派联盟中政治经验丰富的政策参与者可以利用危机来积极宣传
其政策核心理念，为结构性政策变迁创造条件（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０）。当
危机发生后，少数派联盟成员会不断尝试将政策议题的管辖权（ｖｅｎｕ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延伸到不同的职能机构中（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４），以求打破之前的政策联盟
格局。例如，核事故发生后，反核电联盟将之前视为能源政策问题的核反应堆
关闭议题，上升为一个重大安全问题，向全社会呼吁，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

其次，主导联盟会在危机背景下调整其政策理念（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２００５；
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 Ｗｅｉｂｌｅ，２０１０）。危机发生后，政策系统失灵会对主导联盟就现行政
策所持有的核心理念提出挑战。例如，２００３年的“非典”疫情使我国政府重新
考虑以市场为导向、强调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公共卫生政策理念取向，转而开
始强调公共卫生改革的公益性和政府主导的本质。

最后，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改变子系统中的权力平衡，少数联盟通过资源
转移和扩张对决策施加影响。新形成的政策联盟可以取代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联
盟，改变子系统既有的力量结构，从而使得重大政策变迁成为可能（Ｗｅｉｂ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例如，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反恐联盟可能比民事安全联盟更
能获得资源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注意力机制还是理念机制，都需要以改革者巧妙利
用契机为前提（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Ｊｅｎｋｉｎｓ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３），否则重大变革不可能实现。因
此，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政策变迁，不仅要研究倡议联盟内如何发生历时性
变迁的问题，也要探讨改革者如何利用契机的问题。

（二）竞争路径：叙事机制和动员机制
政策变迁有时并未很好地解决危机揭露出的政策失败问题。因此，危机后

的政策变迁也不一定能全面反映学习的过程。研究发现，危机后单一的政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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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能够推动政策变迁，尤其是当政策议题涉及较高的政治属性，或具有较大
的争议性时。在此情形中，新政策制定不是基于知识学习，而是“准学习”
（ｑｕａｓｉ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的过程，政策调整也是一种适应而非学习
的结果（Ｍａｙ，１９９２），学习实际上并未发生。这一观点与危机和灾难研究在过
去几十年里的转向相契合。政治视角取代功能视角，逐渐成为危机管理研究中
的另一个基本视角（ｔ Ｈａｒｔ，１９９３）。

在政治视角下，学者对危机的定义超越了技术管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和社
会制度层面，认为危机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危机被定义为一个问题潜伏与长
期累积的渐进过程，集中表现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或系统的脆弱性在偶
然发生的事件中得到集中暴露。这些问题和脆弱性在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破坏作
用的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形成集体性的不确定效应，
从而为组织、制度和政策变革创造了机会。决策者和参与者对关于危机的认知
和理解表现出多样性、动态性以及社会建构的特点，即不同人员会对危机事件
的内涵和政策指向赋予特定的意义。因此，危机后的政策变迁是一种竞争的结
果：主张维持现状者遇到改革拥趸者的挑战，危机被视为潜在的转折点。在危
机引起的既有政策范式或整个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被广泛质疑的背景下，竞争与
冲突演化为主体之间的问责博弈（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总的来看，可以将现有
的关于政策变迁的竞争路径归纳为叙事机制和动员机制两种类型。
１ ． 叙事机制
在政策变迁研究的叙事机制中，竞争是通过“话语”视角切入。话语叙事

是一个在与周围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的过程中进行意义建构的体系（Ｍａｙｅｒ，
２０１４）。人们依赖话语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意义，处理信息以减少信息的复杂性
（Ｍｉｓｋｉｍ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话语可以塑造新的制度结构，从而提供一种倡导新
价值、新规则和新程序的理念体系。政策倡导者也会充分利用“话语”，在相互
交换和说服的过程中，为政策形成和政策合法化提供支持（Ｓｃｈｍｉｄｔ ＆ Ｒａｄａｅｌｌｉ，
２００４）。研究发现，政策过程中的叙事研究在过去若干年发生了重大转向，叙事
逐步脱离了原来广泛意义上的理解话语的初始含义，转而成为政治主体推动
（限制）政策议程的故事（Ｈｏｍｏｌａｒ ＆ Ｓｃｈｏｌｚ，２０１９）。

危机管理学者也开始关注政策结果与框架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之间的关
系，特别是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Ｃｒｏｗ ＆ Ｌａｗｌｏｒ，２０１６）。在危机情境下，变
迁动力来自于参与者对事件的解释、对教训的看法以及对政策变化的框架建构
动态。由于在公共话语中的定义方式不同，现行政策图景既可以得到强化并抗
拒发生新变化，也可以受到质疑、推动形成新变化。具体而言，政策变迁与问
责紧密联系，并表达为一种框架竞争：危机后的不确定性通常产生框架和反框
架之间的话语竞争，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导致危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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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和责任归属，以及危机后可能的替代方案（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不同的
叙事框架塑造了与危机相关的政策认知，进一步决定了政策意蕴的差异。事件
与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叙事、问题与方案之间的关联度叙事，是其中的两大核
心内容（Ｌｉｕ ＆ Ｂｏｉｎ，２０２０）。
２ ． 动员机制
伴随叙事机制支持的政策图景和政策认知的变化，动员机制中政策职能管

辖的范围也会发生改变。危机可能引起更多的参与主体进入政策场域（Ｄｅｋｋｅｒ
＆ Ｈａｎｓéｎ，２００４）。在此过程中，主张变革的政策主体会积极扩大政策议题的争
议范围，动员体系内的其他主体进入该政策领域，打破既有决策权力的平衡状
态。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从林业外溢到
生态环境、农业等职能部门甚至更高层面的立法机构。同时，作为非决策主导
群体，社会力量既是危机动员的主要参与者，也可能是动员的目标。社会力量
的进入意味着政策议题冲突进一步扩大，议题图景的多面性增加。

政策话语的构建过程是一个有计划的群体认同的过程。新的参与主体带来
新的政策叙事框架和行为规则，重塑原有的规则，改变原有的权力平衡；之前
占主导地位的机构被迫与获得合法性的新主体分享政策权力。因此，动员机制
涉及进入决策权力渠道的竞争。
３ ． 机制之间的交互
叙事政策研究将政策偏好与说服动员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使用一系

列技巧，说服动员机制能够让外部信息的供给更加符合个体认知，从而增强个
体对政策议题的注意力。危机叙事和动员的过程和结果，受到不少因素的影响。
第一，当存在与危机及其相关联的政策议题的故事时，政策变迁更有可能发生。
在此情形下，公众和媒体会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危机所直接暴露的具体问题上
（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第二，当将政策问题聚焦在明确的利益相关者上时，危机
叙事更能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具有明确利益关联的群体更容易产生政策讨
论和政策动员，并在政策问题和解决方案上形成共识。第三，可信的证据是支
持政策主张的关键因素（Ｈｏｗ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数据的科学化策略，是增加危
机叙事影响的基本手段（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第四，政策解决方案被阐述得越
明确，政策变迁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后，决策者在面临不
确定性和紧迫感时，往往会倾向于迎合流行的观点。问题和方案前后相互呼应
的叙事框架会更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对于决策者而言，框架构建能够增加政治
认同（Ｌｉｕ ＆ Ｂｏｉｎ，２０２０）。第五，当叙事框架将危机归咎于长期的、历史的以
及系统的原因时，政策变迁的共识更有可能定位在结构性政策变迁的层面
（Ｃｒ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同时，媒体化和政治化是支持叙事机制和动员机制的两种基本手段；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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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会各自自我强化，也会相互发生作用。如果媒体报道变得消极，政治关注度
就会提高，说服和动员机制发挥的空间就越大。相应地，说服和动员机制也会
引发额外的媒体报道，并创造一种特殊的舆论氛围（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２００６）。政治化
可能改变政策图景，扩大议题管辖，进而改变政策子系统的权力结构。此外，
危机的外生性原因越少，竞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政策议题在危机发生之前
的技术争议性越高，竞争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总之，缺乏共识的竞争会使得决策者在危机发生之后，会被迫忙于避责、
保持稳定而做出快速决策。通过抓住政治机会，决策者和参与者得以表达不同
的利益主张。越来越高的关注度、要求变革的政治压力、缺少清晰的解决方案
这一系列因素会迫使决策者快速调整政策，而不是基于知识或理性进行渐进决
策。在充满竞争的不确定环境中，改革倡议者使用“灾难修辞”来界定政策议
题的层级，动员政策资源，推动政策变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 ＆ Ｃｏｂｂ，１９９４）。在此期
间，危机不仅仅蕴含了纯粹的公共情绪力量（因人员伤亡、财产破坏而遭受的
痛苦），而且具备强烈的“去合法性”意蕴，暗示目前政策失败和社会短暂失
序。不同利益倡议者利用危机产生的动力，最终达成一个只有通过结构性政策
变迁，才能实现未来新愿景的共识。因此，政治驱动力能够触发政策在短期内
发生结构性变革。

（三）小结：政策变迁发生的必要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将学习和竞争两种路径的机制分为注意力、理念、叙事、

动员四种类型，并不是一种边界类型的划分，而是一个基于不同过程视角的理
论提炼。事实上，相对于常态，危机状态的持续时间短暂，不同机制之间紧密
相关且相互重叠。不同机制的分类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学习机制
需要动员和叙事策略，而在竞争机制中注意力和信念也是政策主体的目标。例
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注意力机制和信念机制，都对竞争因素进行了描述和分
析。之所以仍然把注意力机制和信念机制划分在学习的范畴里，其根本原因在
于政策形成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基于知识或信息因素运作的过程，而外部动力提
供了新的知识和信息。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媒体化和政治化既是学习和竞争的
两种基本手段，也是两个基本的公共场域。

政策过程理论就不同层次的政策变迁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作为重大政策变
迁的驱动因素之一，危机与多源流框架中的焦点事件、间断均衡理论中的触发
事件以及倡议联盟框架中的外部冲击具有相同的作用。危机为不同的参与者
（特别是对失势者）创造了政治空间，使他们重新获得机会，并将相关议题提上
决策议程。Ｋｉｎｇｄｏｎ （１９８４）专注于外部波动，以某种方式创造了变革的窗口
（他对内部机制的关注较少），即问题、政策和政治源流的耦合为重大政策变迁
开启了“机会之窗”。在间断均衡理论中，基于特定的政策图景和职能管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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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政策垄断而相互竞争的联盟之间的纵向更替，被视为结构性变迁发生的基
本条件。该理论对那些能够为变革提供空间的机制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没有深
入探讨实现变革的具体举措。倡议联盟框架关注政策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认
为在政策子系统中，竞争性联盟之间的互相更替可能会带来重大政策变迁。该
框架更强调整体政策信念的转化而非个人特质的政策倡导者的角色。三种政策
过程理论关于“危机与政策变迁”的解释框架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三种政策过程理论关于“危机与政策变迁”的解释框架比较
理论 政策变迁发生机制 有限理性个体动机 危机角色

多源流框架 三类源流的汇合 注意力 焦点事件
间断均衡理论 联盟之间的纵向轮换 注意力 触发事件
倡议联盟框架 联盟之间的横向竞争 信念 外部冲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尽管如此，多源流框架、间断均衡理论、倡议联盟框架三大理论都没有回
答导致政策变迁的关键条件（Ｊａｍｅｓ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９）。首先，尽管认识到危
机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影响，但这三大理论既没有明确从事件到政策变迁的因
果机制（Ａａｍｏｄｔ ＆ Ｓｔｅｎｓｄａｌ，２０１７），也没有提出可操作的系统化变量（Ｏｓｔｒｏｍ，
２０１１），缺少从危机到结构性政策变迁的可预测顺序（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２０１２）。其次，
倡议联盟框架和多源流框架没有考虑到具体哪些因素会对政策变迁发生作用
（Ｐｉｅｒｃ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间断均衡理论分析了具体因素的作用机制，但未深入考
虑政策主体在其中的功能。此外，由于政策过程理论对危机的定义相当广泛，
政策过程文献难以解决不可证伪性的问题（Ｃａｐａｎｏ，２００９）。危机定义的范围涵
盖了“焦点事件”“触发事件”和“外部冲击” “外部干扰”等各类事件或现
象，很难确定哪些事件或外生现象是导致重大政策变迁的关键因素（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２００５）。

目前，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学习”等概念对重大突发事件在政策变迁中的
作用尚未进行深入实证研究，而危机管理理论中“危机学习”等概念对重大突
发事件的政策意蕴缺少深度理论支撑，且多以案例研究为主。在学习机制中，
重大突发事件驱动的学习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学习并不一定是学习主体所
期望的结果，它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会引发
多重争议，甚至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或者把正确的教训运用在错误的制度背
景中，从而导致实际政策效果发生偏差。同时，危机学习存在悖论：当对学习
的需求和期望很高时，往往组织制度安排和领导能力的表现又不尽如人意
（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最后，危机的敏感性使学习更为困难。当渐进性学习难以
弥补危机造成的损害时，决策者更容易采取冒进性政策替代措施（Ｌａ Ｐｏｒｔ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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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ｏｌｉｎｉ，１９９１）。
Ｈａｌｌ、Ｓａｂａｔｉｅｒ等学者认为，政策范式性变化涉及政策理念或者核心信念的

变化。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等认为，政策变迁的基础是政治决策者的注意力转变，政策
管辖必须发生变化（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综合两种评价标准，较大政
策变迁的前提是政策理念发生变化，或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学习和竞争都是政
策变迁发生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结构性政策变迁与理念变化需要学习中的认
知变化和竞争中的政治压力相互叠加。问责政治倾向于寻找个体责任，而忽略
系统障碍，行为主体会充分运用保守的防御策略。同时，竞争中的机会主义会
限制学习，行为主体有意错误地描述危机，夸大他们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７）。此外，各方行为主体在竞争中的讨价还价行为，导致无法产生
最佳方案，最终出台的方案往往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既是对事前常态管理系统中各种短板与不足的集中暴
露，也为事后常态管理系统的改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基于政策过程理论
和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对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
了述评。

第一，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关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原因为何”
“过程怎样”以及“结果如何”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发现，从重大突发事件中
学习包含了不同维度过程的机制。除了技术属性，危机学习还同时具有政策属
性和政治属性。基于知识和信息的学习路径遵循政策过程理论的基本原则，具
有决策能力和推动政策变迁能力的主体在注意力持续关注和政策理念调整的机
制下完成学习，从而达到政策变迁的目标。同时，危机的政治属性为竞争提供
了空间。参与主体利用对危机的认知分歧，通过叙事机制和动员机制改变政策
制定的结构和资源，实现政策变迁的目的。

第二，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关系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这一
特点决定了我们深入探讨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学习这一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的问题，需要跳出传统的应急管理的技术管理研究范畴。本文从政策视角切入，
重点探寻了危机学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未来的应急管理研究，必须
立足于其多学科背景的特点，强调从传统低阶的功能性研究，转向高阶的政治
性、组织性和政策性研究，也就是从政治学、管理学、政策学等视角展开跨学
科的综合研究。在实践视域中，需要打通常态与非常态的绝对界限，构建统筹
安全和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理解，需要立足于动态和过程
的视角，把握危险与机会并存的关系，善于化危为机。简言之，研究重大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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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刻领会“发展中暴露的安全风
险，通过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来得到根本解决”这一基本问题。

第三，围绕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关系的过程机制具有复杂性。目前，
关于危机对组织和系统影响的研究结论仍然莫衷一是。事件发生后是否从公共
议程过渡到决策议程，进入政策形成阶段后，学习如何发生、需要什么运作条
件以及竞争是否形成具有博弈能力的政治场域，这些都受到国家治理体制、法
律法规制度、领导个体认知、政策领域的属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总结
众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不同维度的机制，仅仅是为我们理解这一复杂过
程提供一个整体框架，注意力机制、信念机制、叙事机制、动员机制需要通过
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丰富。

第四，现有研究对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机制研究具有重要
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政策过程理论和应急管理的研究成
果。议程设置的层级性、学习的条件、竞争的场景都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展
开的，毫无疑问，当运用到中国场景时，这些理论和框架必定会显示出一定的
局限性。因此，西方理论需要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加以改造和发展，推动中国
的重大突发事件与政策变迁理论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暴露了各国政策系
统的脆弱性。从专业领域来看，这场疫情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应急管理的相
关政策领域；从地理范围来看，世界各国的政策系统同时面对同一挑战；从发
展时间来看，从２０２０年初以来疫情在各地不断波动演化和持续。因此，新冠肺
炎疫情所具备的这一系列特征有利于通过历时分析、比较分析以及类型分析等
科学方法来完成理论对话，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策过程，让国际社会更
好地了解中国实践和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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